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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冲突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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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信息加工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在本土团队情境中检验两种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

异性与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间的关系,并深入探讨上述关系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 采用多时段的研究

设计,通过 158 个团队的 920 份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1)团队成员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工具性关

系图式差异性正向影响其差异化冲突回避;(2)团队成员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在情感性上下级关系图式差

异性与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间起中介作用;(3)团队多样性负向调节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

差异化上下级关系;(4)团队多样性调节了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通过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影响

差异化冲突回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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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和”作为儒家文化精髓,深植于中华民族精神。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理念所突出的和平性,塑

造了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1] 。 当个体面对个人利益与人际和谐的冲突时[2] ,在“和”文化背

景下,国人往往倾向于采取冲突回避策略。 然而冲突回避行为并非消极不作为[3] ,包含了“被动回避-顺

从”和“主动回避-迂回”两种形式[4] 。 具体而言,前者是低权力者倾向于示弱、服从[5] ;后者是“人情留一

线,日后好相见”“以退为进”的规避哲学,通过己方的暂时退让来维系关系,强化双方的互惠信任[6] ,从

而迂回或间接地实现自身利益。 这种中国式的冲突回避,与西方文化中的自利行为有本质上的差异,更

加注重亲社会属性[3] 。 已有研究表明,冲突回避行为受个体自主性[7] 、情境认知、策略选择、结果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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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响,如权利不对等、依赖方式不对等[3] ,由此可见团队成员针对不同的互动情境会采取差异化的

冲突回避行为。 而对于团队领导和团队成员而言,如何解释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有助于团队成员间相互

理解、支持,能够促进更为包容的冲突处理氛围,有效提升团队协作效率与成果。

在本土组织情境中,个体往往会根据关系亲疏和等级差异来确定自己与他人的角色定位[8] ,并据此

调整社会交往基调[9] 。 受“关系本位”“差序格局”等典型文化特征的影响[10] ,团队领导与不同成员之间

的关系呈现差异化的特点[11][12] 。 上下级的关系图式(SSRS),是个体对领导和下属之间关系应有模式的

认知[13] ,促使个体在人际交互中产生不同的角色互动期望与关系评价标准[14] ;上下级的关系图式可划

分为情感性关系图式(ERS)和工具性关系图式(IRS) [15] 。 具体而言,情感性关系图式下领导希望与下属

无话不谈,员工乐于向领导直言进谏;工具性关系图式下个体强调基于有形回报的短期经济交换[13] ,导

致更多的下属回避行为[16] 。 由于领导和下属的人际交往经验不同,双方所持关系图式存在差异性[17] ,

并展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18] 。 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图式差异性会激化双方对交换关系的评价分歧[19] ,

从而影响实然的上下级关系(SSG)。 低质量的上下级匹配会削弱双方信任,导致对方被归为“疏” “远”

一类[20] 。 因此上下级的关系图式是否符合彼此期望[21] ,会影响员工的差异化工作行为。 进一步从团队

层面看,团队成员的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DSSRS),促使团队成员对实际的上下级关系产生不同的知

觉,并在社会比较下对外部信息进行加工形成差异化上下级关系(DSSG),这可能是员工选择不同的冲突

回避行为(CA)的重要影响因素。

鉴于此,本研究以差异化为切入点,从领导和员工的双视角出发,探索团队成员间上下级关系图式差

异性这一内隐认知结构,如何通过由此产生的外显的差异化上下级关系,作用于团队成员间的差异化冲

突回避行为(DCA)。 此外,团队成员不同的人口背景也会导致较高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差异[20] ,作为社

会分类过程中的重要解释变量,团队成员多样性构成了基于多特征的子群[22] ,这些子群间存在潜在或现

实的冲突[23] 。 团队成员间的差异性会导致交流障碍与冲突[24-25] ,但同时团队成员多样性也能够丰富团

队知识库,提高问题解决能力与团队创新能力[26] 。 导致上述矛盾结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细分团队

多样性的不同程度。 因此,本研究引入团队成员多样性作为权变要素,探究其在团队成员关系图式差异

性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之间的调节机制,深入理解团队成员多样性在团队内部动态中的复杂作用。 本研

究不仅能够为进一步挖掘团队成员关系图式与冲突回避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一定启发,而且对于工作团

队中成员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的成因理解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促使管理者关注对于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

内隐-实然水平、团队多样性水平的监控与调整,实施定制化管理策略。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1. 信息加工理论

信息加工理论指出,人类的认知结构促进其对社会信息的选择、编码,形成对外部事件的知觉并对知

觉进行解释、回应,进而影响其行为表现[27] 。 由此可见,上下级关系图式作为一种对上下级对偶关系的

认知结构[28] ,在领导与下属间的人际互动中提供合适的策略[13] 。

信息加工理论强调不确定性社会情境的调节作用[13] 。 从团队视角看,来自不同人口背景的成员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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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团队,团队多样性能够体现团队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分散程度[29] ,而团队成员会因自身阅历和个体特征

上的差异,对获得信息的处理方式也各有不同[30] ,呈现出差异化个体行为[26] 。

2.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是人际交往中最为本质的关系形式[31]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中的互惠原则,人们往往期望

在交换中获得预期回报,但关系在团队成员间往往存在分配不平等的趋势,因此团队成员上下级交换

关系在质量上具有一定差异[32] 。 差异化作为团队层面下体现社会交换理论核心内容的重要情境构

念[33] ,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诸多学者从基础概念出发构建差异化研究变量,如差异化变革型领导[34]

和差异化授权型领导[35] ,以及基于团队上下级交换视角的差异化领导信任和基于团队成员间交换视

角的差异化员工正念[36] 。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同级团队成员之间的上下级交换差异,构建“上下级

关系图式差异性”“差异化上下级关系”与“差异化冲突回避”,试图厘清团队构念在差异化组织情境

中的复杂作用机制。

(二)研究假设

1. 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冲突回避

上下级关系图式体现了个体对上下级对偶关系本质和应有模式的认知[28] 。 基于信息加工理论,认

知结构促进个体对知觉的解释与回应[27] ,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图式作为解释彼此行为的基础,影响其在交

换中的差异化行为[37] 。 而同级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图式亦存在差异,参照李邵龙[35] 对“差异化”概念的

构建方式,将团队内同级成员的关系图式差异程度定义为“关系图式差异性”,其值越大,表示团队内成

员关系图式的差异程度越大。 团队成员关系图式差异性决定其个体认知差异与相应社会行为的不同。

此外,上下级关系图式具有内隐性特征[13] ,内隐追随理论认为个体会主动对比内在原型与实际行

为,进而影响其对实际领导或下属行为的感知,并根据比较结果采取行动[38] 。 因此,团队成员可能主动

评估自身上下级的关系图式这一内隐认知结构在团队内部的相对水平,形成对团队成员关系图式差异性

这一外部事件的知觉,从而影响其角色判断。 团队成员会因为这种差异形成“圈子” [39] ,在本土组织情境

特有的“圈子”文化下[40] ,个体往往根据自身与交往对象所处圈子的位置选择不同的交换方式[20] 及差异

化行为表现。

当团队成员情感性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DSSERS)较大时,意味着团队成员的情感性上下级关系

图式水平参差不齐。 高 SSERS 的团队成员倾向于视自己为团队领导的“圈内人”,强调情感互惠原则,关

注领导需求,容易忽视或弱化自身利益[13] ,为维护人际和谐进而选择冲突回避[40-41] 。 而低 SSERS 的团

队成员容易将自己归为团队领导的“圈外人”,降低团队内的沟通频率与质量[40] ,为保护自身利益回避与

领导之间的冲突[4,42] 。 上述两种不同动机下的团队成员冲突回避行为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由此可推,这

种来自团队成员情感性上下级关系图式的差异性会导致冲突回避行为的差异化程度提高。

当团队成员工具性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DSSIRS)较大时,说明团队成员的工具性上下级关系图

式水平不一。 SSIRS 强调经济互利原则,注重自身利益得失[13] ,更容易受互动主体间地位、权威对比的影

响,在冲突情境中采取回避策略[43] 。 基于团队视角,团队成员的 SSIRS 水平差异越大,在冲突情境下会

形成截然不同的上下级关系认知与威胁感知,从而导致团队成员出于维护表面和谐动机所产生的冲突回

避倾向[44]的差异也越大。 因此,团队成员工具性上下级关系图式的差异性促使其产生不同程度的维护

表面和谐动机,为避免关系破裂可能造成的个人利益损失[42] ,进而增大冲突回避行为的差异化程度。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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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1a:团队成员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正向影响其差异化冲突回避;

H1b:团队成员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正向影响其差异化冲突回避。

2. 差异化上下级关系的中介作用

由于个体人际交往经验不同,关系图式存在差异性[17] ,上下级关系图式作为个体评估关系的内在标

准,能够对实际关系的评价产生影响[21] 。 究其原因,领导与下属间的关系图式差异性导致两者评估对方

行为的标准不一致,相较于情感性关系图式,工具性关系图式更加注重“得” “施”平衡,不一致情况下其

中一方势必会产生对回报等价性的担忧[21] ,导致下属对于上下级关系产生不及预期的受挫感,以及对关

系质量的较低评分[15] 。 同一团队内部,领导对待不同成员亲疏有别[45] ,关系差异化从团队层面反映了

这种团队领导与不同团队成员间在交换关系质量上的差异性[46-47] 。 而下属也会从团队视角出发观察团

队领导与其他团队成员间的上下级关系质量,通过社会比较判断自己的“位置” [48] ,被划归为“亲疏远

近”中的哪一类。 已有学者提出领导-成员交换差异化[49-51] 和关系差异化[12] 的概念,本研究基于本土情

境下特有的差序特色[11] ,引入上下级关系、借鉴 DLMX 的概念界定,构建差异化上下级关系(DSSG),将

其定义为团队成员感知到的团队领导与不同团队成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质量的差异化程度。 在不同水

平、类型上下级关系图式的指导下,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影响,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会削

弱其团队内公平感知[52] ,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53-54] 。 由此可见,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是影响其差异化

上下级关系的重要前因变量。

在情感性关系图式下,团队成员在上下级互动过程中注重沟通交流与情感维系[18] ,当团队成员间情

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较大时,其对内隐领导的期望值差异较大。 由于团队领导与不同成员间的交换并非

千篇一律[12] ,每个团队成员会与直接领导形成不同的上下级关系。 高 SSERS 成员容易将自己视为“圈

内”成员,与团队领导关系亲密、具有较高质量的交换关系[32] ;而低 SSERS 成员在平行对比团队领导与自

己的关系和与其他团队成员的关系时[39] ,倾向把自己归为“圈外”成员,与团队领导的交换关系位于较低

水平[32] 。 这导致了团队成员在比较中感知到上下级关系实际水平与期望值之间的落差,受“领导差别对

待”的公平心理影响,进一步扩大团队成员间上下级关系的差异程度。 这促使团队成员维护人际关系的

动机与对具体冲突情境的判断大不相同[55] ,进而导致其对待冲突的态度以及选取的行为策略也大相径

庭,也就是说团队成员之间冲突回避行为差异化程度越大,即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越大。 基于以上分析,

结合 H1a,提出以下假设:

H2a:团队成员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正向影响其差异化上下级关系;

H3a:团队成员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在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在工具性关系图式下,团队成员在上下级互动过程中注重自我公平感,强调基于有形回报的短期经

济交换[13] 。 当 DSSIR 较大时,其对上下级关系的相关知觉的关注点不同,可能由于“互补性最优”,在个

性、行为或资源上形成互补,表现出较好的上下级关系[20] 。 当 DSSIRS 较小时,团队成员间具有相似的社

会交换准则,工具性关系图式“关注个人利益”的特点导致个体倾向于将自己与其他团队成员在与领导

交换中的“得失”差异进行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个体更加依赖对外部信息的觉察,致使其对与自身经

济利益相关信息的敏感性程度大幅上升,因而更容易将差异化上下级关系视为自身资源的流失,放大对

差异化上下级关系感知,导致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差异程度的显著提升。 而这种较大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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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SG,促使团队内部权力距离差距的扩大[56] 。 拥有较低水平上下级关系的团队成员在与领导的交换关

系中处于弱势地位[57] ,由于对资源流失的敏感度较高,提升其对工作与人际关系的负面预期[58] 。 因此

当低上下级关系团队成员面对冲突情境时,出于维护个人利益、达到印象管理等目的[57] ,相比于高上下

级关系团队成员,其更倾向于采取冲突回避策略,此时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更加显著。 基于以上分析,结

合 H1b 提出假设:

H2b:团队成员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负向影响其差异化上下级关系;

H3b:团队成员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在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3. 团队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团队多样性(TD)指团队成员之间个人属性的分布情况[59] ,根据多样性来源可分为人力资本多样

性、社会资本多样性和人口学多样性[60] 。 本文关于团队多样性的研究主要考虑性别、年龄、教育等人口

属性,探究团队成员在人口属性特征上存在的差异[61]对团队内差异化行为的复杂影响机制。

现有研究认为团队多样性具有“双刃剑效应” [62-63] 。 基于社会分类理论,个体倾向于将自己与团队

内其他成员进行比较和分类,认同相似的个体[64] ,将不相似的个体归为“圈外人”。 具体而言,低团队多

样性下,团队内部沟通顺畅,更具凝聚力[24,65] ;此时,团队成员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越小,团队成员在

人口特征与认知结构上的相似程度越高,其对实际的上下级关系感知也相对趋同,因而团队成员的差异

化上下级关系愈小。 反之,高团队多样性下,团队成员间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加深,容易滋生分歧与冲

突[66] ,进而增大团队成员所感知到的以及实际中的差异化上下级关系。 基于此,提出假设:

H4a:团队多样性负向调节团队成员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即当团队多样性

较低时,团队成员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对差异化上下级关系的正向影响更强。

此外,基于信息加工理论,团队构成的变化会导致信息和观点的熵增[67] ,来自不同人口背景的团队

成员对相同信息也可能存在截然不同的认知与加工过程,并展现出差异化的态度与行为。 具体而言,高

团队多样性下,如果团队成员的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较小,说明其对于个人利益的敏感度较为相似;多

样化的人口特征使团队成员间拥有更加大量且多元的信息和资源,相较于低团队多样性成员,高团队多

样性成员更加关注个人与团队内部的各种资源流动,因此在对比自身和其他团队成员与领导交换中存在

的“得失”差异时,其对于该差异的包容度较低,使得团队成员的差异化上下级关系进一步扩大。 基于

此,提出假设:

H4b:团队多样性负向调节团队成员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即当团队多样性

较高时,团队成员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对差异化上下级关系的负向影响更强。

在团队多样性这一复杂情境构念的作用下,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通过差异化上下级关系

影响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而团队多样性负向调节了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对差异化上下级关系的影

响。 结合假设 H3a 和 H4a、H3b 和 H4b,提出有调节的中介假设:

H5a:团队多样性调节了团队成员情感性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通过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影响差异化

冲突回避行为的关系;

H5b:团队多样性调节了团队成员工具性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通过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影响差异化

冲突回避行为的关系。

基于上述假设,构建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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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多样性

TD

情感性上下级关系图式

差异性DSSERS

工具性上下级关系图式

差异性DSSIRS

团队成员

差异化上下级关系

DSSG

团队成员

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

DCA

+

-

图 1　 研究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程序和样本

本研究选取金融、互联网、通信、咨询服务等多个行业的企业,以企业中不同团队的员工为调查对象,

调查过程中将“团队”界定为二级部门下的工作单元,包含 1 名部门领导且该领导管理至少 3 名下属。

为减轻同源偏差带来的影响[68] ,调查将分为两阶段进行:(1)第一阶段:在问卷发放前对各团队(Ti,
 

i= 1,2,3,…)及各成员(Mj,
 

j = 1,2,3,…)进行编码,回收后按编码进行团队配套处理,第一次问卷调查

请被调查者填写上下级关系图式问卷和上下级关系问卷,并收集人口统计学信息;(2)第二阶段:两个星

期后发放第二次调查问卷,请被调查者填写冲突回避行为问卷。

本研究共向 201 个团队发放 1
 

048 份配套问卷。 为确保有效性,筛除无法配对问卷、缺失值问卷,以

及团队成员(直属下属)数小于 3 的团队样本[69] ,最终获得 158 个有效团队的 920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

率 87. 79%。

样本特征:在团队成员性别方面,男性 604 人(65. 7%),女性 316 人(34. 3%);在年龄方面,有 517 人

出生在 90 年代(56. 2%),280 人出生在 80 年代( 30. 4%);在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学历 18 人

(1. 9%),高中学历 10 人(1. 1%),专科学历 139 人(15. 1%),本科学历 632 人(68. 7%),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学历为 121 人(13. 2%);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 565 人(61. 4%),未婚 355 人(38. 6%);平均上下级共

事时长为 3 年(SD
 

= 3. 218),与领导共事最久的 20 年(7 人),最短的 1 个月(3 人),共事 3 年的人最多,

共有 149 人。 从团队多样性看,团队成员人数至少 3 人,最多 60 人,团队平均人数为 6 人;团队成员男女

性别比例分布上从 20 ∶ 0 到 2 ∶ 11 不等;团队平均学历水平分布上从高中到硕士不等;团队成员平均共

事时长分布上从 0. 59 年到 9. 18 年不等。

(二)变量测量

为保证问卷调查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国内外已有的成熟量表进行测量,对英文量表采用“翻译—返

译”流程,各测量量表均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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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下级关系图式及差异性

采用蔡松纯等[18]在中国情境下修制的关系图式量表,包含情感性关系图式和工具性关系图式两个

维度,各 5 个题项。 团队成员情感性关系图式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 893;工具性关系图式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68。 此外,本研究将团队内成员报告的上下级的关系图式得分的标准差除以平

均值,作为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的值。

2. 上下级关系及差异化上下级关系

采用 Chen 等[70]开发的上下级关系量表,共 12 个题项,题项包括“为了上级的利益,我愿意牺牲自己

的利益”等。 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80。

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反映团队内不同成员上下级关系的差异程度,参考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的

测量方式[71] ,将团队内成员报告的上下级关系得分的标准差除以平均值,作为差异化上下级关系的值。

3. 冲突回避与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

选用赵卓嘉[72]在 ROCI-Ⅱ量表[73]基础上编制的回避型冲突处理模式量表,共 4 个题项,题项包括

“当工作中出现冲突时,我通常会保留不同意见,免得大家不愉快”等。 团队成员冲突回避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 764。

本研究将团队内成员报告的 CA 得分的标准差除以平均值,作为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的值。

4. 团队多样性

参考 Ma
 

&
 

Tang[23]对团队人口多样性的测量方式,将团队成员之间总的人口统计学差异(与其他团

队成员在性别、学历、教育、婚姻上的欧几里得距离之和)的标准差除以团队成员之间总的人口统计学差

异的均值[74] 。

计算团队成员间个体人口背景差异性的欧几里得距离公式如下,即团队成员个人的人口背景(Si )与

其他所有团队成员的人口背景(Sj)之差的平方和除以团队成员总数的平方根。
　

(1 / n)∑
n

i = 1
(Si -S j)2

5. 控制变量

由于团队多样性已涵盖了团队成员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本研究将不再对这些要素进

行考量;为更全面地捕捉团队特征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选取团队领导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与

团队领导的平均共事时长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数据收集和假设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匿名、分时点调查以减轻共同方法偏差。 但是,问卷调研是被调查者关于自我行为的主

观评价,依旧较为容易产生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为了保证本文研究假设验证的合理性,进行 Harman 单因

素检验法对研究有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有 4 个因子特征根大于 1,其中第

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5. 55%,小于 40%的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考虑到 Harman 单因素分析法检验力不足,本研究进一步使用 AMOS 对上下级情感性关系图式、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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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工具性关系图式、上下级关系和冲突回避等 4 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分析结

果表明,与其他 3 个竞争模型相比,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单因子模型拟合效果较差,表明本研究

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因子) χ2 df χ2 / df RMSEA IFI TLI CFI

四因子模型(ssers;
 

ssirs;
 

ssg;
 

ca) 565. 060 129 4. 380 0. 086 0. 881 0. 858 0. 880

三因子模型(ssers+ssirs;
 

ssg;
 

ca) 1
 

528. 868 132 11. 582 0. 152 0. 618 0. 555 0. 616

双因子模型(ssers+ssirs+ssg;
 

ca) 1
 

870. 911 134 13. 962 0. 168 0. 525 0. 455 0. 522

单因子模型(sers+ssirs+ssg+ca) 2
 

305. 648 135 17. 079 0. 187 0. 406 0. 323 0. 403

　 注:上下级情感性关系图式:ssers;
 

上下级工具性关系图式 ssirs;
 

上下级关系:ssg;冲突回避:ca。

(二)聚合检验

由于本研究涉及的差异化变量均通过团队内成员报告的上下级情感性关系图式、上下级工具性关系

图式、上下级关系和冲突回避得分进行计算得出,因此需分别检验其 Rwg 值、ICC1 和 ICC2,是否大于临

界值 0. 7、0. 05 和 0. 5[75] 。 检验结果显示,上下级情感性关系图式(0. 816、0. 627、0. 870)、上下级工具性

关系图式(0. 730、0. 573、0. 843)、上下级关系(0. 885、
 

0. 255、0. 672)、冲突回避(0. 825、0. 317、0. 650)的

Rwg 值、ICC1 和 ICC2 均大于临界值。 这表明团队内成员对各变量的评价具有相似性,与此同时在团队

间又存在显著差异性,说明团队成员的上下级关系图式、上下级关系和冲突回避可以从个体层面聚合到

团队层面,形成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和差异化冲突回避。

(三)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如表 2 所示。 团队成员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

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均与差异化冲突回避显著正相关;团队成员情感性关系图式

差异性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显著正相关,而团队成员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不存在

显著关系。 相关性分析结果为后续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Level-1
 

个体层面

1. 团队成员性别 1. 340 0. 475 -

2. 团队成员年龄 2. 540 0. 783 -0. 076 -

3. 团队成员学历 3. 900 0. 701 0. 268∗∗ -0. 231∗∗ -

4. 团队成员婚姻 1. 440 0. 547 -0. 061 -0. 335∗∗ 0. 015 -

5. 团队成员与领导共事时长 3. 218 3. 244 -0. 134∗∗ 0. 366∗∗ -0. 229∗∗-0. 169∗∗ -

6. 上下级情感性关系图式 3. 380 1. 081 -0. 227∗∗ -0. 050 -0. 138∗∗ 0. 086 0.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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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7. 上下级工具性关系图式 2. 130 1. 015 0. 107∗ -0. 147∗∗ 0. 013 0. 191∗∗ -0. 053 0. 006 -

8. 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 3. 730 0. 948 -0. 168∗∗ 0. 008 0. 001 -0. 020 0. 121∗∗ 0. 480∗∗ -0. 167∗∗ -

9. 团队成员冲突回避行为 3. 070 0. 982 -0. 120∗ 0. 013 0. 024 0. 021 0. 014 -0. 039 0. 055 -0. 030 -

M SD 1 2 3 4 5 6 7 8 9

Level-2 团队层面

1. 团队领导性别 1. 300 0. 458 -

2. 团队领导年龄 3. 190 0. 729 -0. 514∗∗ -

3. 团队领导学历 4. 270 0. 445 -0. 276∗∗ 0. 218∗∗ -

4. 与团队领导的平均共事时长 3. 269 2. 333 -0. 050 0. 214∗∗ -0. 297∗∗ -

5. 团队多样性 0. 150 0. 046 -0. 085∗ 0. 067 -0. 236∗∗ 0. 421∗∗ -

6. 上下级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 0. 246 0. 095 -0. 155∗∗ 0. 297∗∗ 0. 078∗ -0. 059 0. 005 -

7. 上下级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 0. 379 0. 086 0. 029 0. 156∗∗ 0. 166∗∗ 0. 133∗∗ 0. 046 0. 447∗∗ -

8. 差异化上下级关系 0. 177 0. 045 0. 046 0. 060 -0. 047 0. 038 -0. 155∗∗ 0. 307∗∗ -0. 040 -

9. 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 0. 240 0. 080 0. 197∗∗ -0. 039 -0. 062 0. 156∗∗ -0. 028 0. 227∗∗ 0. 329∗∗ 0. 185∗∗ -

　 注:1. 团队 N= 158,团队成员 n= 920。 2. ∗
 

表示 P<0. 05;∗∗
 

表示 P<0. 01。

(四)假设检验

1. 差异化上下级关系的中介作用

为进一步探究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在两种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DSSERS 和 DSSIRS)与差

异化冲突回避行为之间的不同作用路径,本部分采用分层回归分析与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检验步骤分三步:

第一步,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表 3 中模型 3 和模型 4 的回归结果表明,团队成员的 DSSERS、

DSSIRS 均对 DCA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值分别为 0. 290(P<0. 001)和 0. 315(P<0.
 

001),假设 H1a 和

H1b 得到验证。

第二步,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表 3 中模型 1 和模型 2 可见,团队成员的 DSSERS 正向影响

DSSG,β 值为 0. 325(P< 0. 001);而团队成员的 DSSIRS 对 DSSG 不具有显著影响,β 值为- 0. 060(P>

0. 05)。 因此,假设 H2a 成立,假设 H2b 不成立。

第三步,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在模型 3 和模型 4 中分别加入中介变量 DSSG 后,得到模型 5 和模

型 6,团队成员的 DSSERS 对 DCA 的正向影响由原来的 0. 290(P<0. 001)减少为 0. 260(P<0. 001);团队

成员的 DSSIRS 对 DCA 的正向影响由原来的 0. 315(P<0. 001)增加至 0. 326(P<0. 001)。 这说明团队成

员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可能在两种不同的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之间扮演部分中

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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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差异化上下级关系 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团队领导性别 0. 095∗ 0. 106∗ 0. 238∗∗∗ 0. 179∗∗∗ 0. 229∗∗∗ 0. 159∗∗∗

团队领导年龄 0. 009 0. 128∗∗ -0. 061 -0. 015 -0. 062 -0. 039

团队领导教育程度 -0. 034 -0. 032 0. 059 -0. 027 0. 061 -0. 021

与团队领导的平均共事时长 0. 050 0. 015 0. 216∗∗∗ 0. 119∗∗ 0. 211∗∗∗ 0. 116∗∗

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 0. 325∗∗∗ 0. 290∗∗∗ 0. 260∗∗∗

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 -0. 060 0. 315∗∗∗ 0. 326∗∗∗

差异化上下级关系 0. 093∗∗ 0. 188∗∗∗

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

F 17. 630 2. 517 24. 660 27. 534 21. 814 29. 095

R2 0. 108∗∗∗ 0. 017∗ 0. 145∗∗∗ 0. 160∗∗∗ 0. 153∗∗∗ 0. 194∗∗∗

ΔR2 0. 102∗∗∗ 0. 010∗ 0. 139∗∗∗ 0. 154∗∗∗ 0. 146∗∗∗ 0. 188∗∗∗

　 注:1. 团队 N= 158。 2. ∗
 

表示 P<0. 05;∗∗
 

表示 P<0. 01;∗∗∗
 

表示 P<0. 001。

表 3 的层级回归结果验证了直接效应成立,加入中介变量后的结果表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在两种

不同的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 因此,需进一步厘清中

介变量分别在“DSSERS-DCA”“DSSIRS-DCA”间关系的不同影响机制,并辨析其所产生的中介效应的影

响程度差异,采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前因变量 中介效应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效应占比

情感性关系图式

差异性(DSSERS)

总效应 0. 245
 

8 0. 030
 

7 0. 185
 

5 0. 306
 

0

直接效应 0. 220
 

1 0. 032
 

2 0. 156
 

9 0. 283
 

3

间接效应 0. 025
 

6 0. 013
 

6 0. 000
 

2 0. 053
 

6

中介效应

10. 41%

工具性关系图式

差异性(DSSIRS)

总效应 0. 292
 

2 0. 033
 

2 0. 227
 

0 0. 357
 

4

直接效应 0. 302
 

6 0. 032
 

6 0. 238
 

6 0. 366
 

6

间接效应 -0. 010
 

4 0. 008
 

5 -0. 029
 

0 0. 004
 

4

不成立

团队成员 DSSERS-DSSG-DCA 的间接效应值为 0. 025
 

6,95%置信区间(BootLLCI,
 

BootULCI)内不

包含 0,因此上述间接效应显著,且间接效应占比 10. 41%,假设 H3a 得到进一步验证。

团队成员 DSSIRS-DSSG-DCA 的间接效应值为负(β= -0.
 

026
 

5,
 

95%置信区间内包含 0),上述间接

效应不显著,假设 H3b 不成立。

由此可见,DSSG 在两种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 DCA 的关系间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

DSSG 在 DSSERS 与 DCA 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但 DSSG 未能够在 DSSIRS 与 DCA 的关系中起到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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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基于信息加工理论,不同人口学背景的团队成员对于相同信息的感知理解与加工是不同的[67] 。

如年轻且教育程度高的成员可能会将职业发展中的技能提升、人脉积累视为工具性关系的回报,而年长

或经验丰富的成员则可能更加看重实际经济收益。 该认知差异使得员工对工具性上下级关系图式的评

估标准难以统一[21] ,从而缓冲了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对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的影响。 因此,需要进一

步探究团队多样性在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

2. 团队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尽管上述研究结果显示,团队成员 DSSIRS 与 DSSG 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直接关系,且 DSSG 并未在

DSSIRS 与 DCA 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这一结果从表面上看,似乎表明工具性关系图式驱动下的差异化上

下级互动可能不会直接地影响差异化团队行为模式;但是从深层次看,上述研究并未考虑团队多样性这

一情景因素,团队内部无论是团队成员的横向互动还是成员与直接领导的纵向互动,均与团队成员间的

个人属性分布密切相关;因此进一步引入团队多样性作为调节因素,深入探讨其在 DSSERS、DSSIRS 分别

与 DSSG 之间可能发挥的情境性影响,为理解变量间关系的边界条件提供新的视角。

本部分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探究团队多样性在两种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

异性(DSSERS 和 DSSIRS)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间起到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差异化上下级关系 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团队领导性别 0. 075 0. 074 0. 230∗∗ 0. 149∗∗∗

团队领导年龄 0. 071 0. 135∗∗ -0. 003 -0. 003
 

3

团队领导教育程度 -0. 054 -0. 079 0. 055 -0. 037

与团队领导的平均共事时长 0. 093∗ 0. 097∗ 0. 215∗∗∗ 0. 143∗∗∗

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 0. 311∗∗∗ 0. 266∗∗∗

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 -0. 072 0. 432
 

0∗∗∗

团队多样性 -0. 275∗∗∗ -0. 232∗∗∗ -0. 140∗∗∗ -0. 076

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团队多样性 -0. 244∗∗∗ -0. 207∗∗∗

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团队多样性 -0. 121∗∗∗ -0. 044

差异化上下级关系 0. 027 0. 171∗∗∗

F 25. 310 7. 132 21. 293 22. 310

R2 0. 198∗∗∗ 0. 065∗∗∗ 0. 192∗∗∗ 0. 199∗∗∗

ΔR2 0. 190∗∗∗ 0. 056∗∗∗ 0. 183∗∗∗ 0. 190∗∗∗

　 注:1. 团队 N= 158。 2. ∗
 

表示 P<0. 05;∗∗
 

表示 P<0. 01;∗∗∗
 

表示 P<0. 001。

模型 7 和模型 8 的回归结果显示,两种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DSSERS 和 DSSIRS)与团队

多样性的乘积项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β
 

=
 

-0. 275(P<0. 001)和 β
 

=
 

-0. 232(P<0. 001),因此假设 H4a

和假设 H4b 得到验证。 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团队多样性的调节作用,根据数据结果绘制调节效应图,如

图 2 和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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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团队多样性在 DSSERS-DSSG 间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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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团队多样性在 DSSIRS-DSSG 间的调节效应

团队多样性在两种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间均起到负向调节作用,但

发挥的调节作用显著不同。 具体而言:在团队多样性较高的情况下,DSSERS 与 DSSG 的关系不显著,而

DSSIRS 与 DSSG 之间的负向关系却得到强化;在团队多样性较低的情况下,DSSIRS 与 DSSG 的关系不显

著,而 DSSERS 与 DSSG 之间的正向关系却得到加强。 可以发现,在考虑团队多样性这一情境要素后,两

种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的关系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这充分说明了

考虑团队多样性的必要性,在多维且复杂的团队内部关系中,团队多样性这一权变要素的加入对两种

DSSRS 与 DSSG 间的关系产生截然不同的显著影响。

加入中介变量后的结果如表 5 中的模型 9 和模型 10 所示,由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对差异化冲突回

避行为、交互项对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的影响尚未达到均显著的状态,因此需进一步分析。 参考姜鹤

等[76]的检验方法与流程,使用 PROCESS
 

3. 3 插件,选择 Model
 

7,通过 Bootstrap 法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检

验,结果见表 6。

表 6　 被调节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情感性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差异化冲突回避

团队多样性 Effect SE
95%置信区间

LLCI ULCI

低团队多样性 0. 047
 

3 0. 023
 

4 0. 003
 

3 0. 094
 

1

高团队多样性 0. 001
 

4 0. 006
 

3 -0. 009
 

0 0. 017
 

5

高低团队多样性差异 -0. 045
 

9 0. 022
 

7 -0. 093
 

0 -0. 0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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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工具性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差异化冲突回避

团队多样性 Effect SE
95%置信区间

LLCI ULCI

低团队多样性 0. 011
 

0 0. 009
 

1 -0. 006
 

8 0. 028
 

8

高团队多样性 -0. 036
 

3 0. 016
 

0 -0. 069
 

7 -0. 006
 

9

高低团队多样性差异 -0. 047
 

3 0. 021
 

0 -0. 089
 

8 -0. 009
 

6

对于低团队多样性(M-1SD)的团队成员,其 DSSERS 通过 DSSG 对 DCA 的间接影响显著存在(β =
 

0. 047
 

3,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而高团队多样性(M+1SD)下,DSSERS 通过 DSSG 对 DCA 的间接影响

不显著(β= 0. 001
 

4,95%置信区间包含 0);团队多样性高低取值不同时,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通过

DSSG 对 DCA 的间接效应的差值为-0. 045
 

9,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因此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 同法

可推,团队成员的 DSSIRS 通过 DSSG 对 DCA 的间接效应,在低团队多样性情形下不显著(β = 0. 011
 

0,

95%置信区间包含 0),在高团队多样性情形下显著(β= -0. 036
 

3,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但团队多样性

的高低取值不同时,DSSIRS 通过 DSSG 对 DCA 的间接效应的差值为-0. 047
 

3 且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因此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 即假设 H5a 和 H5b 成立。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团队多样性调节了团队成员 DSSERS、DSSIRS 通过 DSSG 影响

DCA 的关系。 即便在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不显著的情况下,加入团队多样性这一情景要素后,调节效应

与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成立揭示了其对研究变量的情境化作用机制,说明在不同的团队多样性水平下,

原有的关系模式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五、结论启示与研究不足

(一)结论启示

本研究基于信息加工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通过团队配套、多时段调查的实证研究,考察了团队成员

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和工具性关系图式差异性分别对其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的影响,以及差异化上下

级关系的中介作用和团队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团队成员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和工具性

关系图式差异性均对其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具有积极预测作用,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团队成员差异化上

下级关系在情感性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团队多样性负向调节团

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团队多样性调节了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

通过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影响差异化冲突回避的关系。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管理启示:

第一,重视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的差异性,理解其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的成因。 本研究基于信

息加工理论探讨了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即团队成员间对上下级关系内隐认知上的差异程度

对其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的影响。 对个体而言,在上下级互动过程中,需关注自身关系图式并评估其与

团队成员关系图式间的差异性,意识到在比较中该种认知结构的差异性能够发挥的作用,调用元认知觉

察到自己是如何通过关系图式差异性对某项行为或事件进行解释、归因的[13] ,从而做到真正地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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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包容,避免非必要的矛盾与冲突[77] 。 对组织而言,管理者应注重上下级关系管理,通过评估团队成员

上下级关系图式的差异性,认识、了解其对于上下级关系的心理预期差异,试图理解其选择差异化冲突回

避行为的内在动机与原因,并向团队成员提供合适的、满足其期望的帮助与指导。 可以通过培训和发展

项目,帮助团队成员更好地理解和适应不同同事的工作风格和沟通方式,从而减少冲突、提高团队合作

效率。

第二,辩证看待团队多样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施定制化管理策略。 团队多样性在团队复杂化情

境中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不同水平的团队多样性的调节作用下,同一路径在高水平组与低水平组间

的作用效果截然不同。 因此,管理者应更加辩证地看待团队多样性,不能片面地视其为障碍,而应该将其

作为一种资源进行管理。 根据具体的团队情境进行具体分析,管理者应对症下药,采用差异化管理策

略[36] 。 具体而言,管理者应综合考虑到团队多样性、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差异化上下级关系,根据

团队成员的内隐需求和团队特征调整自身领导风格,提供符合团队成员预期的不同的资源和支持;制定

更具包容性的团队规范,鼓励团队成员尊重和利用彼此间的差异性,促进良性互动循环、营造“良性冲

突”氛围。

第三,实时监控和调整团队构成,创造平等的参与机会。 管理者需要定期监控团队多样性,分析团队

成员间上下级关系图式的差异性以及差异化上下级关系的动态,从而能够及时调整团队结构、干预潜在

的冲突;有效利用团队多样性,对团队成员角色、分工进行合理地再分配。 为确保团队成员都能够发声并

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管理者应塑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团队环境,尽量做到一视同仁,缩小团队成员的差异化

上下级关系感知,有助于减少团队内部由于“差别对待”产生的不平等感,强化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沟通,

促进团队成员间的信任与合作。

(二)研究不足

第一,本研究的调查样本存在局限性。 选用 158 个团队 920 名下属员工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团队样

本数量相对较少,且各团队中的受访者数量差异较大(3 ~ 60 名团队成员)。 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收集更

多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类型的样本数据,根据实际情况将团队成员数量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对符合条

件的团队进行调查,以增强数据有效性。

第二,本研究在数据收集上存在局限性。 虽然分阶段、多样本地收集了团队内部的配套数据,但仍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同源方法偏差的问题,建议在未来研究采用自评和他评相结合的方式,或者通过时序上

的动态变化进行纵向探索,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第三,本研究中的“差异化”存在局限性。 理论上,差异化的值越大代表差异程度越大;但实际上的

高差异化,既有高水平下的差异程度高,又有低水平下的差异程度高,两者间势必存在差异。 本研究尚未

能解释具体在何种水平下的高差异化,导致最终的作用结果,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深入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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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Relational
 

Schema
 

Dissimilar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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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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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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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Grounded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and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types
 

of
 

supervisor-subordinate
 

relational
 

schema
 

(SSRS)
 

dissimilarity
 

(encompassing
 

affective
 

and
 

instrumental
 

dimensions)
 

and
 

differential
 

conflict
 

avoidance
 

in
 

indigenous
 

team
 

contexts,
 

while
 

ex-

plor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Using
 

a
 

multi-wave
 

research
 

design
 

and
 

analyzing
 

920
 

survey
 

responses
 

from
 

158
 

tea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Affective
 

relational
 

schema
 

dissimilarity
 

and
 

instrumental
 

relational
 

schema
 

dissimilarity
 

among
 

team
 

members
 

positively
 

influence
 

differential
 

conflict
 

avoid-

ance;
 

(2)
 

Differential
 

supervisor-subordinate
 

relationships
 

among
 

team
 

members
 

mediate
 

the
 

link
 

between
 

af-

fective
 

SSRS
 

dissimilarity
 

and
 

differential
 

conflict
 

avoidance;
 

(3)
 

Team
 

diversity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SSRS
 

dissimilarity
 

and
 

differential
 

supervisor-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4)
 

Team
 

diversity
 

fur-

ther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SSRS
 

dissimilarity
 

on
 

differential
 

conflict
 

avoidance
 

via
 

differential
 

supervisor-subor-

dinat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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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differ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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